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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滔滔江水逐渐退到警戒水位以下，今年夏天长江、松花江流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终于过去了。这次洪灾如果发生在过去，那么其后果就只能用古代史书中常见的“饿殍遍地”、“死者相枕”之类的语汇来描述了。但是，在欢庆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的时刻，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即使在科学昌明、技术发达的今天，人类抵御自然生态环境重大变化的能力仍然还十分有限的。因此，只有对自然生态环境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正确的了解，采取正确的对策，才能尽可能地降低自然灾变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将其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
在构成自然生态环境的各主要因素中，气候是变化性最大、至今人类了解最少且最缺乏有效控制手段的一种。今年的洪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拉尼娜现象”出现所导致的降雨剧增；而去年出现于我国许多地方的旱灾，则又是由“厄尔尼诺现象”所引起。尽管今天我们在了解这些气候变异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若要以人类的力量消除这些现象，却尚为时过早。因此，气候变化问题在今日自然生态环境研究中，理所当然地占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在我国今天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中，具有特殊的份量，理应受到最大的重视。因此之故，把气候和人口两个问题合在一起讨论，应当说也具有特别的意义。而要对气候变化与人口变化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并发现其规律，就必须把这种关系放到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来观察。
　　一、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与人口变化
气候史和人口史是近年来国际中国史坛兴起的两个重点研究领域。在气候史方面，自竺可桢关于历史时期中国气候变化的开拓性成果于１９７０年代初问世以来，中外学者在此领域做了很大努力。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对近两千年来中国气候变迁的情况，已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在人口史方面，自何炳棣关于中国人口史的专著自１９５９年刊出以后，人口史学者的努力，也使得近两千年来中国人口变化的基本轮廓，从混沌中显现了出来。这里我们将把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来看一看气候变化对中国历史上人口变化的影响。
（１）气候变化
从竺可桢、任振球、汪子春、高建国等人的研究结果可知，在过去两千年中，中国气候经历了１０次较大的变化
。大体而言，秦和西汉是气候温暖时期，气温较今日高，因此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今日朝北许多。自公元之初（即两汉之际）起，气候开始出现转寒的趋势，到东汉末已比现在寒冷。到３世纪后期，寒冷达到顶点，年平均温度比今日要低１－２摄氏度。这种寒冷气候一直持续了下来，直到６世纪下半叶才开始转暖。到了７世纪中叶，气候已明显变暖，年平均温度高于今日。然而从１０世纪开始，气候又趋于变冷，并在１２世纪达到顶峰。１３世纪初期和中期曾有一个温暖时期，但好景不长，因此１４世纪的气温不仅低于今日，而且也低于１３世纪。１５世纪初以后，出现过两个温暖时期（１５５０－１６００年和１７２０－１８３０年）和３个寒冷时期（１４７０－１５２０年，１６２０－１７２０年和１８４０－１８９０年）。大体而言，１６世纪和１８世纪可算温暖时期，而１７和１９世纪则为寒冷时期（其中又以１７世纪为最冷，冬季平均温度比今日要低２摄氏度）
。这个变化大势，与北半球其他许多地方的记录也是相一致的。从降雨量来看，郑斯中等人对地方志中关于近二千年来３６，７５０次旱涝记载的分析表明：我国自公元初以来，水灾相对减少，而旱灾则相对增加。在１－１０世纪，干旱期和湿润期分别为３５０年和６５０年；而在１１－２０世纪，则分别为５８０年和３２０年。而且还要注意，这种状况在北纬３５－４０度的黄河流域表现最为明显
。
（２）人口变化
根据葛剑雄的研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到清朝灭亡以前，中国人口出现过８次剧烈波动。人们通常用“大起大落”来形容这种剧烈波动，此处我们也姑且从众，采用此种说法。在这８次“大起”与“大落”中，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大落”。这是因为除了“大落”的时期外，中国人口基本上保持着增长；而且一般而言，“大起”的速率比“大落”的速率小得多。这８次“大落”包括：（１）两汉之际（户数减少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实际人口减少约４０％），（２）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人口只相当于４００年前东汉后期的人口），（３）隋唐之际（人口减少约一半），（４）中晚唐、五代（北宋建立时人口不足盛唐时的一半），（５）金与元初（元朝人口最多时，人口总数比南宋和金人口合计少２０％），（６）元明之际（明初人口比元朝人口最多时少四分之一以上），（７）明清之际（人口大约减少２０％），（８）晚清（１９１１年人口总数比１８５０年还少十分之一）
。
将这两种变化合观比较，可以看到：上述的８个中国人口“大落”时期，也都是我国气候变冷的时期。这种对应不可能是一种巧合。因此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起大落”与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应是无可置疑的。
二、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影响
造成中国历史上人口“大起大落”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绝不止气候变化一个。然而，尽管不能认为气候变化是造成人口“大起大落”的唯一原因，但气候变化仍然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他的大多数原因，莫不与气候变化有关（有些甚至就是由气候变化的产物）。那么，气候变化是如何对中国历史上人口变化的发生影响的呢？
　　气候变化对人口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两个方面。所谓“直接影响”指的是：气候变化引起农业产量的增减、农业区域的移动，从而导致人口发生变化。而“间接影响”指的则是：气候恶化通常激化社会矛盾、触发社会危机，引起原有社会结构解体，同时还会引起外来烈性传染病的传播，从而导致人口减少。反之则引起人口的增加。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地看看气候变化是如何引起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几次“大落”的。
　　（１）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
一般而言，在北半球，年平均气温每增减１摄氏度，会使农作物的生长期增减３－４周
。这个变化对农作物生长具有重大影响。例如，在气候温和时期，单季稻种植区可北进至黄河流域，双季稻则可至长江两岸；而在寒冷时期，单季稻种植区要南退至淮河流域，双季稻则退至华南
。据张家诚的研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温度变化１摄氏度，粮食亩产量相应变化为１０％；年平均降雨变化１００毫米，粮食亩产量的相应变化也为１０％。此外，年平均温度的高低和年平均降雨量的多少，对冷害、水旱灾和农业病虫害的发生频率及烈度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而明显地增加或减少农业产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在高纬度地区表现最为明显，而对低纬度地区则影响相对既较小
。因此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在农作物生长期较短的我国北方地区，更为巨大。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古代，农业总产量哪怕只是在一年中有１０％以上的减少，就会引起大量人口的死亡。如果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持续减产，那么人口在剧减之后长期停滞，也就是必然的现象了。如前所述，在东汉晚期至隋朝中期的四个多世纪中，我国的人口一直未有增加，是我国人口“大落”持续最久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恰恰也是一个气候寒冷持续最久的时期：自３世纪后期到６世纪下半叶，年平均温度比今日要低１－２摄氏度。因此气候变化通过化影响农业产量而对人口变化发生重大影响，是无可置疑的。
（２）气候变化对农业区边界变化的影响
由于农业严重依赖于自然生态环境，因此根据各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差异，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农业区域。由于自然生态环境总是在不断变化，因此农业区域也绝非一成不变。我国今天的各主要农业区域，按照王业键等人的研究，大约形成于１８世纪
。在此之前则有多次改变，因此我们不能将近两个世纪来的情况作为亘古不变的常情而以今况古。
根据程洪、朱道明、张家诚等人的研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如果某地区年平均温度降低１摄氏度，相当于该地区向北推移２００－３００公里。如果某地区年降雨量减少１００毫米，相当于东部农业区向东南退缩１００公里以上，在山西和河北则为５００公里。换言之，气候变冷变干，会使得一些地区变得不适宜原有的农作物生长，从而导致不能农耕
。长城一向被认为是我国农、牧业的分界线，如果对比秦长城和明长城的位置，那么可以发现在大多数地方，明长城比秦长城向南退缩了２００－４００公里
。
农业区域的移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我国华北地区最为明显。这个地区从地理上来说，处于气候（温度和降水量）变化最为显著的北纬３５－４０度之间，生态基础又比较脆弱，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也特别强烈。因此一旦气候变冷变干，农业生产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不仅会导致原有耕地减产，而且会使得大量耕地被放弃或弃农就牧，从而不能养活原有的人口。此外，还会导致水、旱、蝗灾发生频率的增加和受灾范围的扩大。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生产的衰落。在我国历史上，华北一向是人口“大起大落”的主要场所，这是与其自然生态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特点是分不开的。
（３）气候变化对瘟疫流行的影响
布罗代尔指出：在人们彼此长期隔绝的时代，各地居民对不同的病原体各有其特殊的适应性、抵抗力和弱点。一旦相互接触和感染，就会带来意外的灾难
。在对近一千年来欧亚许多地区人口变化影响最大的各种流行疾病中，鼠疫（即“黑死病”）是最可怕的杀手（例如在１４世纪，鼠疫传入欧洲，导致欧洲主要国家人口减少了１／３到１／２）。而这种疾病的传播，就与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
蒙古高原和青海高原是世界上鼠疫的主要疫源地之一。麦克内尔、费克光、曹树基等人近年来的研究已证实，在元初、元明之际和明清之际三个时期，这种疾病随着生活在此地区的游牧民族南下而传到中国内地，对中国人口的锐减起了极大的作用
。典型的事例如１２３２年，蒙古军队包围并攻克金朝首都开封城。在蒙古人入城后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开封居民死者多达１００万以上，几乎全城死绝。而导致这一悲剧的罪魁祸首，就是蒙古军队的刀枪，而是他们带来的鼠疫
。因此，游牧民族的南迁所带来的疾病传播所导致的内地人口损失，通常要比战争所导致的人口损失大得多。而游牧民族之所以南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气候变化所致（详后）。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历史上引起人口锐减的瘟疫大流行，也是气候变化的间接结果。
（４）气候变化对其他导致人口起落的因素的影响
在我们讨论所涉及的两千多年中，中国一直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都建立在特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由于当时农业发展严重受制于自然生态环境变化，因此一旦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原有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就会削弱、瓦解甚至崩溃，从而使得各种矛盾失控，造成长时期的社会动荡和暴力冲突，进而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
旧有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破坏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出现数量巨大的流民。在那些受气候恶化打击最为严重的地方，由于原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被摧毁，当地的社会结构也随之瓦解。居民无以为生，只好外流。但是，如果气候变化涉及较大的范围，相邻地区当然也程度不等地受到气候恶化的打击。本地居民自顾不暇，所以无法大量接纳流民。于是土客之间往往出现暴力冲突。如果流民占了上风，结局往往是本地社会结构被摧毁，土著居民最后也加入到流民的队伍中去。随着气候恶化的持续和加剧，这种情况滚雪球式地扩大，暴力冲突也往往演化为大规模的内战或农民起义，从而使得旧有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在更大范围内受到进一步破坏。在许多地方，本地居民顶住了流民潮的侵扰，但为此他们不得不结成各种形式的武装自卫团体（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坞堡等），而这种团体的发展，最终会导致各地割据与半割据局面的形成。国家的统治力量在天灾和流民的双重打击下已经遭到严重削弱，而各地割据与半割据又使处于困境的国家雪上加霜。日益衰弱的国家越来越无法有效履行其维护社会秩序、抵御外族入侵、兴修水利、赈灾减灾、安抚灾民、调集粮运等职能，于是社会更加动荡。其结果，必然形成一种不断加剧的恶性循环，最终结果则是整个社会的解体。在这个解体的过程中，不仅有大批人民直接死于天灾及其引起的饥荒，而且还会有更多的人民死于持久的大规模暴力冲突，从而造成人口的“大落”。这种情况，在上述的８个中国人口“大落”时期中的前七个（特别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金元和明清之际）中都可看到，尽管在各个时期表现有所不同。
此外，气候变冷变干，不仅会使农业区域南移，而且也会使北亚牧业区域相应南移。由于北亚半沙漠半草原地区的生态基础非常脆弱，所以更难承受气候恶化的后果。牧业生产条件的恶化，迫使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求生。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南下是通过武力强行进入农耕地区的。这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持久的暴力冲突乃至大规模破坏，并且进一步激化内地的社会矛盾，加剧社会解体。上述的８个中国人口“大落”时期，除第（１）和（８）时期外，都是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大举南下的时期（第６时期也与此有关
）。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些时期也是气候变冷变干的时期。其中，东汉晚期至隋朝中期的四个多世纪是北方游牧与半游牧民族南下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恰恰也是一个气候寒冷持续最久的时期。因此，气候变化通过促使北方民族南下而对我国历史上的人口变化发挥重要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古代人民采取了许多手段来对抗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在当时的技术和其他条件下，“人定胜天”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理想。因此在２０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对我国人口变化确实起到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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